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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与美国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兴起

马学军

［摘　 要］ 　 农业农村社会学是美国社会学中较早兴起的分支学科，其兴起过程离不开

政府机构的支持。 本文考察了美国内战时期农业部的成立及其科学化风格，进步主义

时期“乡村生活委员会”与农业农村社会学的诞生，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农场人口

和农村生活处”的专业化领导与知识生产，分析了美国政府机构对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

兴起的重要意义。 研究指出，美国政府在内战时期开始干预农业农村事务，初期形成了

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施政风格，由专家学者担任部门机构负责人，此后广泛与各院校开展

合作协议，培养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师资力量，拓展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开展农

业农村的服务活动，不仅促进了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发展，也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

供了重要的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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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门学科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学科自身的学术传承，也离不开社会经济环境的

推动。 知识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国家力量对现代学科发展的影响不可

忽视。 福柯在经典的《治理术》中指出，西欧国家的治理概念自 １６ 世纪发生重要变

化：从作为主权的治理转变为作为经济的治理，治理的目标从维护国家主权转变为增

加国民财富；治理的对象从国家领土转变为与人关联的财富、资源、领土（地理、气
候、灌溉条件、肥沃程度的领土）、行为、饥荒、疾病、死亡等，人口成为治理的最终目

的；治理的方式从依靠司法、行政转变为越来越依靠各种知识形式，即对于人口的各

种观察资料和分析知识；这种治理知识（ｓａｖｏｉｒ）就是“对所有与人口（广义上）相关的

过程（即我们今天称为经济的那个东西）的知识”①。 １８ 世纪诞生的政治经济学，正
是这种“治理知识”兴起的表现。

在 １８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流派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 尽管商

业贸易成为此后现代国家经济财富增长的重要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业依然是国

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农村人口也是国家人口的重要部分，在现代国家中依然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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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的地位。
霍布斯鲍姆（２０１６：９０ － ９２）指出，尽管英国在 １８、１９ 世纪的工业革命与商业贸

易中独领风骚，其农业人口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下降，但农业在国家中的地位却依然

十分重要。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美国也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巨大

转变，美国农业农村急剧变迁，出现农作物价格过低、农场破产、农村人口外流等众多

问题，引起了教会、学者和政府的关注。 与农业农村相关的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
农业社会学等学科也在此时兴起，国家力量在这些学科兴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

忽视。 本文主要考察美国政府机构与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兴起的关系。

一、美国内战时期农业部的成立及其科学化风格

美国农业部（ＵＳＤＡ）是美国联邦政府内负责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行政部门，农业

部部长直接向美国总统报告，是总统内阁成员之一。 然而，美国农业部部长的地位并

非一直这么高。 事实上，“美国农业部迟至内战时期才设立，直到 １８８９ 年农业部的最

高长官也不称‘部长’，而是叫‘专员’，并且农业专员也不属于内阁成员。 直到 １８８９
年，农业部部长才开始进入内阁，农业事务才成为总统关切的政务之一，诺曼·科尔

曼是第一位升格为内阁成员的农业部部长。 从那以后，美国政府才开始真正在农业

问题上发挥积极的干预作用，才有了 ２０ 世纪出现的大量农业立法和政策”（原祖杰，
２０２３：３４５）。 在美国内战时期，１８６２ 年由林肯总统签署通过的农业部创建法、《宅地

法》（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Ａｃｔ）和《莫里尔法案》（ ｔｈｅ Ｍｏｒｒｉｌｌ Ａｃｔ），推动了美国农业的发展，也
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政府与农业的关系（Ｂａｋｅｒ，１９６３：５）。

从殖民时代到 １９ 世纪末，美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农场主是美国人梦想的职

业。 农业试验在北美殖民地时期便已出现。 美国独立以后，“一些农业州的农业精

英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些致力于农业改进的地方性社团，最早的一批包括

费城农业促进会、南卡罗来纳农业及乡村问题促进会等。 其中，费城农业促进会的通

讯会员中包括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 作为弗吉尼亚州的大农场主，这两

位前总统也都是农业试验的积极实践者”（原祖杰，２０２３：３５３）。 然而，尽管一些个人

和民间团体一直积极从事农业试验活动，但联邦政府自独立时就秉持“小政府、大社

会”的理念，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自然也尽量避免对农业农村事务的干预。 不

过，在内战时期联邦政府的一些政策在客观上推动了农业发展，尤其体现在 １８６２ 年

《宅地法》和《莫里尔法案》这两个法案上。
土地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前提条件。 美国政府在内战时期通过的《宅地法》等

法案，确立了对西部土地的国有原则和公共土地制度，土地成为联邦鼓励移民定居和

农业开发的主要方式，西部土地中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奖励性授地。 “其中，支持内部

改进的各种授地、教育授地和军功授地最为著名”（李剑鸣，２００９：１５０）。 在教育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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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重要的计划当属 １８６２ 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 该法案规定，“参照 １８６０ 年

各州人口基数，按每位议员 ３ 万英亩的比例给各州划拨土地，用于支持农业和技术

学院的建设和发展。 后来又通过了《第二莫里尔法案》 （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ｏｒｒｉｌｌ Ａｃｔ），联
邦累计划拨交易用地达 ９ ９００ 万英亩之多”（李剑鸣，２００９：１５１）。 在这一法案的推

动下，大量的赠地大学（Ｌａｎｄ⁃Ｇｒａｎ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兴起，在此后美国的农业科研、教育和

推广中发挥核心作用，也孕育了此后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谢彤华，２０２４）。 不过，
由于《莫里尔法案》并没有对如何开展农业教育进行具体规定，最初各赠地学校开

设的农业课程不尽相同，且普遍面临师资缺乏、生源不足、设备缺少等困难（李素

敏，２００４：５５ － ６１）。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开展与农业相关的活动，逐步建立相关农业部门。 １８３７

年，亨利·埃尔斯沃思（Ｈｅｎｒｙ 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成为国务院专利专员，通过国会成员和地方

农业协会收集和分发新品种的种子和植物。 １８３９ 年，国会在专利局内设立了农业

处，并拨款 １ ０００ 美元用于收集农业统计数据和其他用途。 埃尔斯沃思要求建立一

个公共储藏室来保存和分发各种新种子和植物，设立一个办事员来收集农业统计数

据，编写不同地区农作物的州报告，以及将化学应用于农业，被称为“农业部之父”①。
１８４９ 年，专利局划归新成立的内政部。 此后，随着搜集种子和农业统计的工作扩展，
且这些工作与专利局的职能不再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人请求国会将这些工作从该

部门划分出去（原祖杰，２０２３：３５５）。
１８６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林肯签署农业部创建法，正式批准成立独立的农业部，负责

开展与“农业、农村发展、水产养殖和人类营养”相关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林肯将其称

为“人民的部门”，因为当时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人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业或农业综合企

业②。 尽管成立了农业部，但当时正值南北战争，民众和舆论更关注战场形势，而非

新成立的农业部，甚至一些观点仍然反对设置独立的农业部（Ｂａｋｅｒ，１９６３：１３）。 新成

立的农业部仅有八名员工，由一名没有内阁地位的专员领导。 该部的行政长官称

“专员”，而不称“部长”，也不入内阁，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依旧是“弱势”的。 不过，
这种边缘的处境反而使农业部有更多的自主空间，形成了科学化的行政风格。 这种

科学化风格，主要体现在部门设置、人员构成与事务活动三个方面。
首先，在部门设置方面，新成立的农业部在此前专利局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种子

引进和农业统计工作，设立了统计处和育种处两个下属机构。 国会关于农业部的总

体目标和职责定位是：“获取并向美国人民传播与农业有关的最普遍和最全面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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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并向人民采购、繁育和分发新的、有价值的种子和植物” （Ｂａｋｅｒ，１９６３：１３）。
新成立的农业部与埃尔斯沃思在专利局的工作重心基本一致，侧重农业种子的搜集、
分类、种植以及对农业数据的搜集和统计。 农业学家艾萨克·牛顿（Ｉｓａａｃ Ｎｅｗｔｏｎ）被
任命为首任专员，他是一位华盛顿附近成功的农场管理者，对农业试验和农业统计非

常感兴趣。 “他延续了专利局开始的农业年度报告，于 １８６３ 年开始发布月度报告，并
一直持续到 １８７６ 年。 其中一些出版物，特别是年度报告和月度报告，被国会大量分

发”（Ｂａｋｅｒ，１９６３：１４）。
紧接着，根据实际需要，农业部增加了化学处、昆虫处、植物学处、微生物处、林业

处、兽医处和瓜果处、鸟学类与哺乳动物学处。 除了这些研究部门外，还建立了兼具

资料存储和公共教育功能的图书馆和农业博物馆（原祖杰，２０２３：３５９ － ３６０）。 １８７１
年，托马斯·泰勒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显微镜部负责人。 泰勒在家乡苏格兰接受过科

学训练，并在乔治城大学接受过医学训练。 他热衷于开发显微镜在农业研究中的潜

在价值，他所在的部门负责农业部所有使用显微镜的工作（Ｂａｋｅｒ，１９６３：２０）。 最后一

任农业专员诺曼·科尔曼（Ｎｏｒｍａｎ Ｃｏｌｍａｎ）担任局长初期，成立了三个新的部门：植
物学部、鸟类学与哺乳动物学部以及蔬菜病理学部（Ｂａｋｅｒ，１９６３：２３ － ２４）。 从农业部

的部门设置可以看出“农业部的功能与机构设置很大程度上与现代以来关乎农业的

各门科学学科相对应。 从研究属性来讲，农业部简直就是一个国家农业科学院”（原
祖杰，２０２３：３６０）。

其次，在人事结构方面，“农业部的前两任专员，牛顿和霍勒斯·凯普伦，没有接

受过大学教育，但两人都是成功的农场主，并且非常重视科学研究。 从第三任专员弗

雷德里克·沃茨开始，历任专员便都与农业科学或学术深有渊源了”（原祖杰，２０２３：
３６０）。 弗雷德里克·瓦茨（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ａｔｔｓ）于 １８７１ 年 ８ 月 １ 日就职，时年 ７０ 岁，任
职共六年时间。 他曾将地中海小麦引入宾夕法尼亚州，推动成立了宾夕法尼亚州农

业协会，并积极参与了美国农业协会的组织工作，是宾夕法尼亚州农业领域非常杰出

的人物（Ｂａｋｅｒ，１９６３：１９）。 最后一任农业专员科尔曼曾任密苏里州园艺协会创始人

和主席、密苏里州牲畜饲养协会主席、密苏里州博览会主席和密苏里州农业委员会主

席（Ｂａｋｅｒ，１９６３：２３），也是农业领域中的杰出人物。 此外，农业部各部门负责人更是

由清一色的专家学者组成。 “这些专家中，不少成了美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比如统计学家雅各布·道奇，从内战后到 １８９３ 年一直担任农业部的统计师。 农业部

的第一代植物学专家威廉·桑德斯，曾留学爱丁堡大学学习园艺学，他与同样曾受农

业部雇佣的奥利弗·凯利，是赫赫有名的农民组织全国格兰其的两位核心创始人”
（原祖杰，２０２３：３６０）。 可见，“从部门首脑到下属官员的这样一种人事构成，使得农

业部在美国各行政部门乃至包括立法、司法机关在内的整个联邦政府之中，形成了别

具一格的行政风格。 这批人出身高等学府，身怀过硬的科学知识或技能，可谓是一群

精英”（原祖杰，２０２３：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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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政策方面，新成立的农业部加强了与赠地大学等农业教育体系的联系。
在《莫里尔法案》的支持下，各地兴起的赠地大学开设了农业相关课程，如何将课堂

教学与农业试验、农业实践有机结合，是赠地大学开展农业技术教育面对的重要课

题。 在农业部最后一任专员科尔曼的大力支持下，两项对美国农业具有重要意义的

法律得以通过：第一部是为各州试验站提供联邦援助的《哈奇法案》（ ｔｈｅ Ｈａｔｃｈ Ａｃｔ）；
第二部是将农业部提升至内阁的法案（Ｂａｋｅｒ，１９６３：２４）。 １８７５ 年，康涅狄格州建立

了美国第一个由州政府支持的农业试验站，但这种模式并未在全美各州得到推广。
为争取国会通过联邦支持援助试验站的法案，科尔曼召集各学院和试验站在华盛顿

举行会议，强调学院与农业部合作的理念，并敦促立法建立联邦政府支持的试验站。
１８８６ 年，密苏里州的威廉·哈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ｔｃｈ）向众议院提出的法案获得国会通

过。 １８８７ 年 ３ 月 ２ 日，克利夫兰总统签署通过。 １８８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科尔曼根据新法

案在农业部内成立了试验站办公室，作为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的信息交流中心（Ｂａｋ⁃
ｅｒ，１９６３：２４ － ２５）。

《哈奇法案》的通过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农业教育的发展，也使农业部和农学院之

间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美国农业试验站实际上构成了农学院知识生产的最关

键的引擎”（原祖杰，２０２３：３６２）。 《哈奇法案》要求“各州普遍建立试验站，广泛吸收

农业院校的科技力量参加试验站的工作，以帮助在美国人民中获得和传播与农业有

关的实用信息，进行与农业科学的原理及应用有关的科学调查和实验，并使美国的农

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同意该法案规定的各州，每年可获得 １５ ０００ 美元

的联邦资助，用于支付实施调查、实验、出版和分发研究结果所需的花费。 该法案同

时要求州财政提供同样或更多的经费”（李素敏，２００４：６２）。 试验站推动了各赠地大

学农业教育和农业科研的相互促进。 “随着试验站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各试验站和

联邦农业部收集和验证的信息，有组织地进入赠地学院的课程，从而促使学院的教学

内容不断丰富，学科分支越来越细；学院的师生，由于直接参加试验站的工作，既能提

高教学质量，又能扩大研究成果，从而保证了学院的延续；试验站的工作也改变了学

院的教学方法”（李素敏，２００４：６３）。
随着农业科学研究部门逐渐建立完善，农业部负责的农业事务范围日益扩大，美

国国会不得不认真考虑将农业部长官从“专员”升级为“部长”。 经过一番讨论，１８８８
年 ９ 月，国会表决农业部行政长官被接受入阁；１８８９ 年 ２ 月，克利夫兰总统签署决议

正式生效。 农业部入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政府这一举措，无疑是对来自内战以来

农业部工作成就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农业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确认……农

业部长官入阁，也是美国政府对于连续不断出现的农民反抗潮流的一种回应。 但光

有外界的呼吁也是不够的，农业部的领导者及其官僚人员不断以专业化、科学化的精

神来武装农业部的工作，这一点是更具决定性的”（原祖杰，２０２３：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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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步主义时期“乡村生活委员会”与农村社会学的兴起

内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心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快

速变革。 此时，铁路和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吸引了大量移民蜂拥而至，形成了大量的

产业工人，并随之出现了劳工、移民、失业、贫民窟等社会问题。 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一
些协会和团体（例如教会组织、行业协会、大学生组织等）主张应用知识和技能改善社会。
“这些新群体也乐观地相信，有责任感的公民在技术知识的帮助下共同行动起来，并且时

常利用政府的力量，这将能够实现社会的进步，改善人类处境……到 １９１０ 年时，许多人

则直接简称自己是‘进步者’” （帕金，米勒，２０１３：４３６）。 这一时期，到处盛行“改
革”，许多个人和群体都参与了改革运动。 １９００—１９１７ 年也被称为“进步主义时期”，
而罗斯福被称为“进步主义时代”的总统（帕金，米勒，２０１３：４３５ － ４３６）。

伴随着美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美国农业进一步实现

了机械化和商品化，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产量迅速提高。 但是，农作物价格过低、农
场衰落、农村人口外流等问题很快随之而来。 农场主深受铁路公司、金融债务机构的

盘剥，很容易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大量农场主纷纷破产，出现“农场危机”。 在进步

主义的理念下，乡村问题成为美国全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１９０８ 年，罗斯福宣布成

立“乡村生活委员会”，负责支持和促进美国乡村社会。 该委员会发布的乡村问题报

告，不仅直接促进了美国乡村生活的重建，也催生了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兴起。
该委员会的成立及该报告的发布，与时任美国农业部部长詹姆斯·威尔逊

（Ｊａｍｅｓ Ｗｉｌｓｏｎ）、罗斯福的朋友霍勒斯·普伦克特（Ｈｏｒａｃｅ Ｐｌｕｎｋｅｔ）的参与密不可分。
威尔逊自 １８９７ 年就任农业部部长，任期长达 １６ 年，是历任内阁官员中任期最长的一

位，期间经历了麦金利、罗斯福和塔夫脱三任总统。 他曾是爱荷华农学院的农业教授

和试验站站长，曾在艾奥瓦州议会和美国众议院任职。 在国会的工作经验和人际关系为

威尔逊推动相关农业立法通过提供了便利（Ｂａｋｅｒ，１９６３：３９ －４０）。 普伦克特是爱尔兰合

作运动的领袖，在乡村生活委员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他于 １８７９ 年离开爱

尔兰，后在美国怀俄明州的波德河区开始了牧场生活。 １９０１ 年，在威尔逊的建议下，
普伦克特和罗斯福见面交流，１９０５ 年再次见面，两人讨论了一个多小时的农村生活

问题，特别是阻止农民从农场流向城市的方法；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普伦克特多次与

罗斯福及其他华盛顿官员商讨改善美国农场生活的方法（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６９：９ － １０）。
１９０８ 年 ８ 月，罗斯福成立“乡村生活委员会”，他把这个委员会看作国家自然保

护委员会的孪生兄弟，是国家对人的保护运动（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６９：９）。 他任命时任康奈尔

大学农学院院长的利伯蒂·贝利（Ｌｉｂｅｒｔｙ Ｂａｉｌｅｙ）为主席。 其他委员会成员包括马萨

诸塞州立学院院长肯扬·巴特菲尔德（Ｋｅｎｙｏｎ 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查

尔斯·巴雷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ａｒｒｅｔｔ）等，普伦克特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６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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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至 １２ 月 ２２ 日，委员会成员在全国 ３０ 个城市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向
约 ５５ 万人邮寄了调查问卷，并由个别委员进行了特别询问和调查。 在广泛了解不同

意见后，委员会开始撰写报告，最终于 １９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由总统提交给国会讨论（Ｎｅｌ⁃
ｓｏｎ，１９６９：１０ － １１）。

报告开篇总结了农村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农业技术知识不足；学校缺乏对农村生

活的培训；河流和森林资源被垄断，大片可耕地被扣留用于投机；公路不足；土壤流

失；缺乏良好的领导；信贷不足和劳动力短缺；农妇生活受限且负担沉重；缺乏公共卫

生服务等。 报告建议对农业地区进行详细而深入的调查，以为发展科学、经济的乡村

生活提供事实依据，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补救措施，尤其呼吁要关注乡村教育、组织和

精神力量（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６９：１１）。 事实上，报告所指出的这些问题，贝利、巴特菲尔德等

专家学者早已指出。 不过，如果没有全国范围的听证会以及由总统提交国会最终发

布，这些事实和观点就只有少数专家学者了解。 报告发布之后，乡村问题引起了广泛

讨论。 “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它是来自政府最高层的声音，描述了农村的状况，并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 在当时，这个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闻所未闻的” （Ｎｅｌｓｏｎ，
１９６９：１２）。 此后，经济学、社会学家纷纷开始试图诊断农业农村问题，神职人员对乡

村教堂和乡村生活的衰落感到震惊，人们开始意识到农业农村对国家至关重要。
委员会建议开展三大运动。 第一项是调查运动，通过详细调查所有农业区域和

乡村生活条件，详尽了解美国农业农村的现实状况，为乡村生活的科学发展提供事实

依据。 第二项运动是“乡村进步运动”，即通过举行地方、州及全国农村进步会议，成
立相关协会以重建乡村生活，乡村学校运动和乡村教会运动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２）。 第一届州乡村生活会议于 １９１１ 年 ２ 月在威斯康星大学农

学院举行。 农业经济学家亨利·泰勒（Ｈｅｎｒｙ Ｔａｙｌｏｒ）担任会议主席，他后来成为农业

部农业经济局（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ＡＥ）的负责人。 查尔斯·加尔平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ａｌｐｉｎ）报告了他对农村社区研究的初步工作，他后来成为农业经济局下属

的“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长期的负责人。 第三项运动是建立全国性的推广计划，
这一建议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农学院和试验站协会合作想法的落实，其标志是 １９１４ 年

美国国会通过的《史密斯—利弗法案》（ 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Ｌｅｖｅｒ Ａｃｔ）。 该法案授权联邦资助全

国赠地大学的综合推广工作。 这些推广工作具体包括“在社区给那些没能进入学院

的人进行农业和家政的教学和实际示范，通过农场示范、出版物及其他形式，带给这

些人农业和家政的信息”（李素敏，２００４：９６）。 该法案直接推动了美国高校农业技术

推广体系和推广服务的发展。
尤其需要指出的，该委员会的成立及该报告的发布，某种意义上催生了美国农村

社会学的兴起。 委员会发布报告之后，有迹象表明，农村社会学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在

美国社会学学科中兴起。 报告发表后，农村社会学越来越多地开始在农业院校的教

学和研究计划中占据一席之地，培养农村教师的师范学校开始开设农村社会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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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训和拓宽农业院校的师资队伍，美国农业院校和试验站协会每年举办为期一

个月的暑期“研究生班”，在 １９１０ 年举办的培训班中，首次开设了农村社会学课程

（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３）。 在 １９１６ 年举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上，德怀特·桑德

森（Ｄｗｉｇｈｔ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报告了他对农村社会学教学的调查，他发现 ３１ 所赠地大学、９
所独立的州立大学、３０ 所师范学校和 ２９ 所其他学院和大学都在教授农村社会学

（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３）。
在委员会成员中，巴特菲尔德不仅是倡导“乡村生活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是第

一位在农业学校开设农村社会学课程的教师，他的农村改革思想在当时美国农村产

生了重要影响（陈烨广等，２０２３）。 巴特菲尔德于 １９０２ 年在密歇根大学首次开设了

农村社会学课程，该课程后来被美国农业部试验站办公室评为农业研究生培训班中

“最重要的事业之一”（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３）。 报告发布之后的几年，农村社会学的

师资力量和教学研究不断扩展，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于 １９１２ 年在联邦

教会委员会主办的“社会服务与乡村生活”会议上首次会面，讨论农村社会学协会的

成立。 在首次会面的十几个人中，就包括加尔平和巴特菲尔德。 他们决定尝试把

“乡村生活”推荐为美国社会学协会年度会议的主题，最终在 １９１６ 年获得了成功

（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２ － １３）。 １９１７ 年，美国社会学会正式成立农村社会学分部；
１９３５ 年，专业刊物《农村社会学》创立；１９３７ 年，美国农村社会学会正式成立。

可见，从 １９０９ 年“乡村生活委员会”发布乡村问题报告到 １９１７ 年美国社会学会

成立农村社会学分部，这期间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力量逐渐兴起。 这在某种程度

上得益于委员会报告对乡村调查和乡村社会问题的强调，“必须承认乡村生活委员

会的报告是建立农村社会科学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６９：１２）。 不过，进步

主义时期由罗斯福支持建立的“乡村建设委员会”开展的乡村生活运动，不久后随着

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 同时，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农村生活中的突出问

题，例如经济衰退、农村凋敝等问题，很快就消失了。 农村复苏明显，农业进入黄金

期，直到一战之后大萧条产生新的经济困难（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６９：１２），乡村重建运动再次复

兴，农村社会学得以再次发展。

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的专业化领导

虽然美国参加一战的时间很短，但战后美国的农业农村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第一，此前衰落的美国农业农村逐渐开始复兴。 在 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年间，随着农产品价

格上涨，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农村人口持续增长。 １９２０ 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农村人

口数量超过了城市人口数量，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 此外，一战后，数
十万退伍军人重新回到农场生活，农场租赁价格也不断攀升（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１５ － １６）。 第二，战争时期美国农村社会组织持续扩大。 一战时，各地合作推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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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系统成为政府与数百万农民密切联系的重要方式。 为了支持推广工作，许多

地方以不同的名称成立了农民组织，到 １９１９ 年进一步联合成立了大型的综合农民组

织（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７）。 第三，乡村重建的呼声再次兴起。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以“乡
村生活重建”为会议主题的第一届全国乡村生活大会召开，会上决定成立美国乡村

生活协会（ＡＣＬＡ），被战争中断的“乡村进步运动”再次复兴。 此外，与国际的联系也

不应忽视。 在 １９１９ 年美国乡村生活协会第一次会议上，担任“国际乡村生活运动”
委员会主席的巴特菲尔德也发表了报告，同年世界农业协会成立，巴特菲尔德担任主

席（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７ － １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卫·休斯顿（Ｄａｖｉｄ Ｈｏｕｓｔｏｎ）担任美国农业部部长。 自

１９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休斯顿成为农业部部长以来，他力求让美国农业部“比以往更加关

注影响农民的广泛社会和经济问题”（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８）。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休斯顿

拟成立农场管理办公室，并成立委员会制定该办公室未来的工作计划。 该七人委员

会由农业经济学家泰勒负责。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委员会提交了报告，为拟成立的

“农场管理和农场经济局”推荐了七项研究工作，农场生活研究是七项研究之一（Ｌａｒ⁃
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８）。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加尔平被休斯顿任命负责新成立的“农场

生活研究小组”，是“农场管理和农场经济学办公室”的研究部门。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
“农场管理和农场经济学办公室”更名为“农业经济局”（ＢＡＥ），隶属于美国农业部；
同时，加尔平负责的“农场生活研究小组”正式更名为“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Ｄｉ⁃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ＤＦＰＲ），正式隶属于农业经济局管理，成为联

邦政府内正式的机构。
从 １９１９ 年“农场生活研究小组”成立到 １９２２ 年“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正式

成立，直到 １９５３ 年该机构被取消，该部门在美国农业部中存续了 ３４ 年。 该机构是美

国政府为农村社会学专门设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事农村研究的机构。 尽管

“农场生活研究小组”成立之前，美国农业部内部和外部都有支持农村社会学研究的

先例，然而 １９１９ 年该机构的成立，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将农村社会学研究作为重点工

作（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１）。 该机构存在的 ３４ 年历史在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史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尽管它的工作人员和预算一直很少，而且在美国农业部的

行政组织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它在发展和促进被称为农村社会学的专业领域方面发

挥了领导作用。 它是社会学实践的先驱”（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 该机构广泛与各

大学建立合作关系，资助大量研究项目（包括农村和农场人口的人口统计分析、农场

家庭的生活水平、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系统的变化等），不仅为政府制

定农村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信息，也对促进和发展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议

题和研究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组织机构，了解该部门的组织隶属关系和人事变动非常重要。 该机构

设置在农业经济局，意味着其命运自始至终都与农业经济局息息相关。 国会先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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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农业经济局，农业经济局再拨款给该部门。 “幸运的是，每位农业经济局负责人通

常都是该机构强大而重要的支持者，有时还起到保护作用。 每个人无一例外都是备

受推崇的专业农业经济学家”（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 － ３）。 农业经济局的前身是农业

经济管理局。 农业经济管理局成立初期，从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和康奈尔州等少

数几个提供农业博士学位的赠地大学招聘农业经济学家①。 休斯顿任农业部部长

时，任命农业经济学家泰勒担任局长。 １９１９ 年“农场生活研究小组”成立时，加尔平

凭借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为这项任务做好了准备，成为泰勒眼中担

任该职位的理想人选。 泰勒在八年前就与加尔平合作，研究威斯康星州的乡村生活

问题。 在加尔平看来，该部门实现了罗斯福总统希望政府部门研究乡村生活需求的

愿望，尽管时间晚了点（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０ － ２１）。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该部门受益于社会学家持续的专业化领导。 该部门的领导

层非常稳定，从 １９１９ 年成立到 １９５３ 年被撤销的 ３４ 年中，加尔平和卡尔·泰勒（Ｃａｒｌ
Ｔａｙｌｏｒ）领导该部门共 ３２ 年。 这两位杰出的领导者，都具有社会学背景 （ 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５）。 此外，在该部门存续的 ３４ 年中，专业人员少至 ２ 人，多至 ５７ 人。
有超过 １４０ 人在该部门整个生命周期中担任专业职务，其中大多数是社会学家，还包

括一些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等（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５）。
第一任负责人是加尔平，从 １９１９ 年至 １９３４ 年共担任该部门负责人 １５ 年。 他是

农村社会学的先驱，以推进农村人口、农村生活水平、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分

析研究而闻名。 他的贡献超出了农村社会学的范围，还包括生态学和公共卫生方

面②。 他出生于纽约州的汉密尔顿，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家乡农村环境和宗教教

养对他未来的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９１１ 年，没有接受过正式社会学培训的加

尔平被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系泰勒所看重，录用为一名教师。 在准备教授他的第

一门课程时，加尔平在图书馆中找不到农村社会学课本和合适的资料，他独立开展研

究以获得未知领域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诞生了他的经典著作《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

学解剖》，这是农业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里程碑著作。
在这本书中，加尔平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例如“是否有农村社区这种东

西？ 如果有，其特点是什么？ 作为一个阶层的农业人口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社区？
或者你是否可以从开阔的乡村中划出任何一块或大或小、或正方形、或三角形、或不

规则形状的土地，将这部分土地上的农户视为一个社区，并为他们规划？ 由一个教会

组织结合在一起的挪威人定居点会形成一个社区吗？ 每个农场是否都有自己的社

区，不同于其他社区？ 普通乡村教育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６９：３６ －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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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美国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在洞察力较弱的观察者

看来，沃尔沃斯郡数以百计的农舍无差别地散落在各处，而现在，这些农舍已成为围

绕村庄中心的联合生活模式。 加尔平的方法，即使不是他的社区概念，也是一项真正

的社会发明……其次，当时也有一些关于乡村社区的研究，但都未能发展出一种精确

的描述方法……对于当时深思熟虑的观察者来说，开放式的乡村社区概念是显而易

见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试图用精确的术语来定义这种关系。 加尔平将乡村

社区定义为一个城市综合体，并提出了一种划分其边界的方法”（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６９：３７）。
此外，不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威斯康星州，加尔平都是农村生活的斗士。 除了撰

写公报、通告、研究著作，以及为乡村生活会议作报告外，加尔平对改善乡村生活也充

满热情。 他利用他的影响力，鼓励乡村居民组织起来，研究如何改善乡村生活质量，
甚至使用国家和地区的广播媒体（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６）。 加尔平还活跃于国际农

业领域。 “１９２６ 年，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出差访问了 １３ 个欧洲国家。 那一年，他还

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国际农业研究所大会和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农

村生活会议”（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６）。
在加尔平领导时期（１９１９—１９３４ 年），该机构的人员和资金一直很少。 在最好的

年份，来自国会定期拨款的资金不到 ３４ ０００ 美元，专业人员从未超过 ５ 人。 当该机

构开始运行时，美国还没有农村人口普查数据，更谈不上农民生活水平统计数据，关
于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变动的信息也很有限。 加尔平的一大贡献是开始建立有关美国

农村生活知识库，推动了三个领域的研究：农场人口（迁移、农场收益或损失、构成）、
农村组织（农村地区的社区、邻里和特殊利益集团结构），以及农场家庭生活标准；加
尔平的另一个贡献是成功地在众多赠地大学和其他大学中开展社会学研究，通过协

议合作，培训农村社会学的师资力量。 作为美国乡村生活协会第一任秘书，他于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２４ 年兼任副主席，且一直活跃于美国社会学协会（ＡＳＡ）的农村分部，
１９３２ 年任 ＡＳＡ 副主席，并于 １９３４ 年退休（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６）。

第二任负责人是卡尔·泰勒，从 １９３５ 接任加尔平到 １９５２ 年长达 １７ 年时间担任

该机构负责人。 与加尔平不同，泰勒拥有博士学位，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以一名社

会学家身份出现的。 他在 １９１８ 年于密苏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２０ 年在北卡罗来

纳州立农业与工程学院讲授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课程。 他撰写的《农村社会

学》是该领域较早的专著之一。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泰勒执掌该部门被视为“政府圈

内有关社会学问题的中坚力量”（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８）。 和加尔平一样，泰勒在全

美的农村社会学家中处于领导地位。 他于 １９３５ 年起担任美国乡村生活协会主席，并
于 １９３９ 年担任农村社会学协会第二任主席，１９４６ 年担任 ＡＳＡ 主席。

在泰勒领导时期，该机构经历了大萧条的新政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时

期三个重要阶段。 在新政时期（１９３５—１９４１ 年），该部门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对农业和农村了解和掌握的需求来自新的农业行动机构，例如农场安全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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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ＳＡ）、农业调整管理局（ＡＡＡ）和土壤保护局（ＳＣＳ），也来自农业经济局（ＢＡＥ）与土

地授予学院合作发起的新的全国基层农业规划系统以及联邦政府的非农业机构，最
引人注目的是内政部的垦务局”（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６）。 这些新的农业行动机构通

过与“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开展合作，提供实验室和大量的研究资金，一方面获

得了大量美国农业农村的数据和信息，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该部门的扩张。 这时期该

部门的人员和预算达到了高峰，专业人员达到了 ５７ 人，所有来源的拨款资金超过了

４０ 万美元，远超加尔平领导时期；这时期的工作人员主要由社会学家组成，同时增加

了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家、文化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逐渐形成

了多学科的人员力量（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５）。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１９４２—１９４５ 年），国防问题成为国家重要议题，也重塑了

该部门的工作。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１ 日，农业经济局宣布了整个局及其 １１ 个部门的战时

工作计划，要求优先考虑“为赢得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所有工作”。 其中一个重要的

主题是农业劳动力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该部门在农村社会组织方面的专业知识，协助

组织农村社区进行战时活动。 这项工作是与民防办公室、美国农业部战时委员会和

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的。 此外，研究平民参与战争以及战争对农村生活和社区的影响

也是该部门战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６）。 不过，还需要指出的

是，战时需求的变化也导致该部门研究议题的大幅缩减，一些研究被放弃了，专业工

作人员的多学科性质也逐渐减弱。 到战争结束时，专业人员从新政时期的峰值 ５７ 人

下降到 ４４ 人，年度预算也比之前的峰值缩减了三分之一（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６）。
进入战后时期（１９４６—１９５３ 年），该机构的命运急转直下。 “外部政治力量、国会

行动、美国农业部高层的行政决定，以及将该部门命运与 ＢＡＥ 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结

构，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该部门的裁员，并最终导致该部门的撤销” （ 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７）。 早在 １９４３ 年，由于农业部土壤保护局和农业调整管理局等多部门的联合

反对，国会在 １９４３ 财政年度的拨款法案中禁止将任何 ＢＡＥ 资金用于州和地方土地

使用规划，大大削弱了农业经济局的经费拨款。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 日，美国农业部取消

了农业经济局所有相关的土地规划职能。 １９４７ 年国会在财政年度的拨款法案中，将
农业经济局用于经济调查的资金削减为 ５０ 万美元，并下令关闭地区办事处，并禁止

将任何资金用于“文化调查”。 随之而来的裁员速度也很快，到 １９４８ 年，专业人员减

少到 ２３ 人，大约是战争结束时的一半。 由于对部门工作环境的恶化感到沮丧，该部

门负责人泰勒于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退休。 玛格丽特·哈古德（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Ｈａｇｏｏｄ）接任该部

门负责人，但一年多后的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２ 日，农业经济局以及下属的“农场人口和农

村生活处”都被取消了（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７ － ８）。
在该机构活动的 ３４ 年中，加尔平和泰勒两位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杰出学者持

续领导该部门共 ３２ 年，历经了一战后、大萧条新政时期、二战时期以及二战后四个阶

段。 虽然在这四个时期中该机构不断变化，但也有以下四个共同的特征。 “第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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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局一样，该部门的管理原则相信知识可以应用于解决或缓解社会问题的信

念；事实上，成立该部门的宗旨是‘促进美国农民及其家庭生活的进步’；第二，另一

项管理原则是：该部门与农业经济局一样，具有高度的专业精神，该部门的领导层及

其大部分工作人员曾在大学担任社会学家职务。 该部门寻求并保持与全国范围内的

赠地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工作关系。 它的领导人活跃于专业社会学组织，并且它始终

致力于开发和改进研究方法，并增加关于农村生活的有效知识。 第三，该部门的计划

总是以不同比例交融，既代表了它的应用方向，也代表了它对学科建设的兴趣。 第

四，该部门的领导层具有连续性优势，领导层受到同行的尊重。 例如，泰勒被选为农

村社会学协会和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８ － ９）。

四、“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与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知识生产

如果说进步主义时期罗斯福总统成立的“乡村生活委员会”直接推动了美国农

村社会学的兴起，那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下属的“农场人口

和农村生活处”，在两任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负责人长达 ３２ 年持续而稳定的专业

领导下，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 这体现在如下

四个方面。
第一，该部门拓展了农场租赁、兼职农业、文化和农业、农业和社区、技术与农业

等农业农村社会学研究主题的兴起。 一战结束后，美国农业农村复兴，农场租赁价格

不断攀升，加尔平即任时就立即着手开展研究“农村租赁”主题。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罗斯

福总统还任命了农场租赁特别委员会，以专门研究农场租赁问题（ 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１５１）。 “兼职农业”这一研究主题的兴起，得益于加尔平在 １９２０ 年开展人口普

查之后专门为八个县制作的农场居民表格。 这些表格揭示了这些县的农场家庭成员

从事非农工作的程度。 这使得在 １９３０ 年的人口普查中增加了这一项内容。 调查表

明，１９２９ 年全国 ６００ 万农场经营者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平均离开农场工作一百天以

上（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６６）。
“文化和农业”的研究主题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此时该部门工作人员加入了

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影响了当时的社区研究，将文化因素引入到农业问题研究中。 早

在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农业经济局就主办了一次文化人类学会议，名为“文化与农业：与当

前农业问题相关的文化人类学”。 参与这次人类学会议的有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罗

伯特·雷德菲尔德斯、芝加哥大学退休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等著名学者，以及来自

农业经济局和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５６ － １５７）。 “农业与社区关

系”的研究始于 ２０ 年代初期，当时研究人员对具有不同农业系统的社区进行比较，
讨论不同农业特征与这些社区最初定居时的宗教取向、信仰和价值观的关系（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５９ － １６０）。 “技术与农业”的研究主题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开始兴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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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农业机械化和其他技术变革的快速发展对农业农村的影响。 在该机构支持的少数

几项专门针对农业技术的研究中，其中有一项是尝试测算 １９１０—１９４５ 年国家及地区

的农业技术进步率，以确定技术变革对美国农业结构的影响，尤其关注家庭农场

（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６３ － １６４）。
第二，该部门推动了 １９２５ 年《珀内尔法案》的出台，将农村社会学确立为农业试

验站的一门合法研究学科。 １８８７ 年《哈奇法案》和 １９０６ 年《亚当斯法案》为各州农业

试验站的科研、教学和实践提供大量资助。 不过，这两个法案并没明确规定各试验站

应具体开展哪些研究，实际中各州试验站将联邦拨款的资金主要用于自然科学研究，
很少用于社会科学研究。 不过，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农业萧条，使试验站人员很快意识

到只注重生产而忽视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是不行的。 “大萧条使得市场与乡村社

会问题变得比生产更重要。 赠地学院遂转向国会请求支持，赠地学院协会起草了一

个增加试验站资助的议案，１９２１ 年由印第安纳州议员珀内尔提交众议院。 在一些农

业组织的积极支持下，法案最终于 １９２５ 年通过”（李素敏，２００４：８６）。 可以说，《珀内

尔法案》是一个突破，将农村社会学确立为农业试验站合法开设的一门研究学科。
“该法案授权每年向各州农业试验站拨款，可用于‘以发展和改善农村家庭和农村生

活为目的的经济和社会学调查’”（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７０）。
在《珀内尔法案》的出台过程中，加尔平领导的“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发挥了

重要作用。 “该部门参与了《珀内尔法案》的制定，因为该法案的倡导者可以利用加

尔平的合作研究协议所产生的实例来说明，如果向各州持续提供用于社会学研究的

资金，在改善农村生活方面可能会取得哪些成果。 该部门还参与制定了新资金的使

用准则。 加尔平是美国农业部‘土地赠予学院特别委员会’的六名成员之一，该委员

会就农业试验站优先考虑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议”（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７１）。 法案

通过后不久，试验站和联邦农业部同意在农业经济学、乡村社会学和生产等领域进行

更广泛的合作研究。 美国农业部试验站办公室管理的年度报告记录了农村社会学研

究的进展情况。 “１９２４ 年—１９２５ 年，即该法案颁布前一年，各州农业试验站共有 ３４
个活跃项目。 五年后，共有 ４６ 个项目。 在 １９３３ 年—１９３４ 年，报告显示 ２６ 个州立试

验站有 ６０ 个活跃项目。 在这 ２６ 个项目中，有 ６ 个项目设有独立的农村社会学研究

部门。 试验站办公室主任说，农村社会学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进步’”（Ｌａｒ⁃
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７０ － ２７１）。 这说明，该部门推动了出台的《珀内尔法案》，极大促进

了农村社会学在美国的开展。
第三，该部门广泛采用科研合作协议，培养了各大院校农村社会学师资力量。

１９１９ 年，加尔平任职该部门时，各院校对农村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很少。 他制定了一

项合作研究协议，鼓励各院校的研究人员开展并扩大社会学研究。 “加尔平在来到

华盛顿后首次访问各州的农业学院时，明确了播下‘农村社会学种子’战略的总体思

路。 他认为‘每所农学院都应该有一个人，最后再配备一名教职员工，他们的工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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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越来越深入地了解本州的农业生活……这些在各州负责农村生活的关键人物将成

为联邦农村生活研究机构的眼睛、手指和耳朵’” （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６９）。 １９２０
年，该部门与六所赠地大学试行了合作计划，每年又增加了几家，直到 １９２４ 年该机构

制定一项正式的合作协议政策。 “根据该政策，该部门将为特定农村生活问题的研

究支付部分费用。 到 １９３４ 年加尔平退休时，该部门已与 ３０ 个国家的 ４８ 个机构签订

了合作协议。 根据这些协议提供的小额赠款，除支持农业院校外，还支持文理学院和

师范学院的农村社会研究。 由加尔平政策发起的联合研究项目是联邦与大学在社会

科学研究方面合作的早期形式”（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６９）。
在《珀内尔法案》通过之前，加尔平将合作研究协议视为培养农村社会学合格研

究人员的一种主要方式。 “在《珀内尔法案》通过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其农业

社会和经济研究委员会的敦促下，于 １９２８ 年拨款设立了一系列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社

会学研究项目。 在 １０６ 项项目中，有 １７ 项是用于农村社会学培训的。 加尔平曾连续

五年担任遴选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每年都会挑选年轻人到一些大学攻读一年或一

年以上的农村社会学研究生课程”（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７１）。 在《珀内尔法案》颁布

后不久，第一届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所也随之成立。 “这次为期五天的培训在

普渡大学举行，由农村社会组织和机构委员会组织，该委员会是一个由赠地学院和美

国农业部组成的委员会，加尔平是其成员之一。 ２３ 名由珀内尔资助的农村社会学研

究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他们来自 ２０ 个试验站。 其他学院和社会机构的研究人员

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农村社会学项目，并就人口和农村群体等领域的

项目和程序提出了建议”（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７１ － ２７２）。 可以说，在加尔平领导该

部门时期，通过广泛与各院校开展合作，极大提升了各院校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人员数

量和研究能力。
第四，该机构在定期评估美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状况和确定研究重点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为评估《珀内尔法案》出台后第一年农村社会学的研究状

况，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农业社会和经济研究咨询委员指导下，成立了相关的委员

会，加尔平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并发布了评估报告。 “在初步报告之后，社会科学研究

理事会以社会科学研究专著的形式发布了《美国农村社会学研究》。 这些报告分析了

２７ 个州的大学和私人机构正在进行的农村社会学研究。 分析内容包括研究问题、方法

类型、各种支出、从事研究工作人员的学历以及发表的出版物。 报告指出了正在进行的

研究的范围，并提供了有关研究方法的建议书目”（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７２ －２７３）。
十年后，当泰勒执掌该部门时，他任命的委员会对农村社会学进行了第二次重大

评估。 “报告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科学角度和推广角度探讨了农村社会学的

重要意义；第二部分根据 ２２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 ２５ 名研究人员提供的信息，介绍

了当前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重点；第三部分面向未来，探讨哪些研究领域在不久的将来

是适时的。 委员会的报告旨在为即将举行的美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分会年会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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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奠定基础” （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７３）。 此外，“从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３６ 年，该部门还不

时发布与农业人口和农村生活有关的出版物清单，如各州农业学院发行的出版物。
从 １９３０ 年开始，该部门还出版了美国农村社会学人员名录。 这些名录从 １９３０ 年到

１９４１ 年几乎每年出版一次，１９４９ 年再次出版” （Ｌａ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２７４）。

五、结束语

农业农村社会学是美国社会学中较早兴起的分支学科。 本文分析了美国政府机

构与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兴起的关系。 美国政府在内战时期开始干预农业农村事

务。 内战时期新成立的农业部，尽管其行政长官仅称“专员”，而不称“部长”，也不入

内阁，在美国政府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其部门设置很大程度与现代农业学科相对应，
其负责人从部门一把手到下属官员均由专家学者组成，并与赠地大学积极联系，促进

了《哈奇法案》的通过，也使美国农业教育更进一步形成了科学化和专业的施政风

格。 在进步主义时期，１９０８ 年罗斯福总统成立的“乡村生活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杰

出的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家。 该委员会发布的乡村问题报告，不仅直接促进了

美国乡村生活的重建，也催生了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兴起。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下属的“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

处”，是美国政府为农村社会学专门设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事农村研究的机

构，在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该部门存续 ３４ 年，历经了一

战后、大萧条新政时期、二战时期以及二战后四个阶段，在两任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

的负责人长达 ３２ 年持续而稳定的领导下，拓展了农场租赁、兼职农业、文化和农业、
农业和社区、技术与农业等农业农村社会学研究主题，推动了 １９２５ 年《珀内尔法案》
的出台，将农村社会学确立为农业试验站的一门合法研究学科，广泛采用科研合作协

议培养各大院校农村社会学师资力量，定期评估美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状况，极大促进

了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和学科扩展，也为政府制定农村公共政策提供了

重要的数据信息，促进了美国农业农村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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